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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增加值创造与流转角度考察制造业区域网络及价值链，是当前国际贸易与产业专业

化分工研究的新领域。各国在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参与中的效应问题，尤其是价值链参与对各

经济体及其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何种规制，更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黑箱问题”。基于OECD

和WTO联合发布的TiVA数据库最新统计数据，借鉴、构造了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产业演

进系数、产业竞争力指数、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位序等量化指标，构建起区域价值链“参与度-适
应性-竞争力”分析框架，对中日韩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特征及耦合关系，开展时序统计

测度与横向比较。研究表明：① 中日韩对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贡献份额提高到47%，是区域价

值链的主要参与者与实际主导者。其中，中国历经1995—2001年、2002—2007年、2008—2015

年三个发展期，超越韩日成为首位参与国；② 三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产业结构同期发生调整。

中国符合产业演进梯度上升的一般规律，解构了所谓的东亚“雁行模式”，但在结构合理性上尚

需提高。日韩则向中低技术产业逆向演进，契合市场需求；③ 三国的产业竞争力及其空间格局

随之出现阶段性演替。当前，中日韩分别在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形成竞

争优势，并在东盟区域演绎出了空间交叉、部分重叠、独据等三种产业互动类型。这与各国自

身制造业产能及其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更受到区域价值链成长需求与参与国之间竞争关系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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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深度发展推动了跨国生产网络加快
形成，重塑着世界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各国竞相参与国际工序分工并寻求相对有利位
置，以分享全球价值链（Gobal Value Chain，GVC）收益。中国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稳
步推进对内深化改革与对外全方位开放，并在新世纪通过加入世贸组织（WTO）、倡导
多边主义、融入区域合作、调整产业结构、鼓励自主创新等一系列制度及战略举措，极
大地推动了现代制造业发展与竞争能力的提升，加快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步伐。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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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融入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范本：一方面，东南亚国家自1995年签署
《曼谷宣言》以来，东盟一体化与自由贸易区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制造业产业得到一定程
度整合，区域价值链基本形成；另一方面，中国将与东盟的合作及一体化作为践行全面
对外开放战略的优先方向与重要目标，先后参与并大力推进包括中国-东盟“10+1”、东
盟“10+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澜湄合作机制等在内的双边、多边合作，成效

显著①。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日韩等传统制造业强国、也是东盟长期主要对话国与

合作伙伴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然而，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究竟如何形成并对各经济体及
其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何种规制，还是一个未曾开启的“黑箱”之谜。

围绕这一学理性问题，国内外学界积极开展理论与经验研究。Garry在研究有关垂直
专业化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时，在全球商品链启示下首度论述了全球价值链概念 [1]。
Hunmmsle等提出了测算一国直接与间接增加值出口的方法,并从投入产出角度考察全球
价值链，从而形成HIY模型[2]。Daudin等继而分解了出口品中折返的国内增加值份额，
建立 DRS 模型 [3]。在此基础上，Koopman 等将一国出口分解成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
值，阐释了产业链的价值分布，由此形成出口总额分解模型即KPWW模型[4]。Timmer等
借鉴专业化指数法，构造了全球价值链收益指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对欧洲相关国
家的全球竞争力做了实证检验。Koopman等进一步构建了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指
标，即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并利用全球多部门投入产出表，
分析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行业增加值来源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5]。至此，
GVC分析框架得以确立并越来越受到学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WTO秘书长Lamy呼吁
将增加值贸易分析作为一个更优的评价工具[6]。

国内学者注重理论引进与解释，结合中国实际在多个层面展开经验研究：一是对价
值链及其参与水平测度法的改进与检验，王直等提出了总贸易流量核算法，并对全球价
值链衡量指标进行重新诠释，探讨了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7]，王厚双等[8]、乔小
勇等[9]综合利用参与度指数、地位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
GVC地位和竞争力，李正等对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进行了比较，指出中
国制造业表现出“倒S形”动态演进过程[10]。二是对全球产业链参与的福利改进及应用
价值的考察，聂聆等解读了制造业价值链在全球利益再分配及再平衡的机制问题，探讨
了中国提升竞争力的途径选择[11]，吕越等利用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
嵌入中的生产率效改善问题[12]，刘遵义等[13]、李昕等[14]利用增加值贸易数据对中国外贸依
存度和失衡度进行再估算。三是对全球价值链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及运行机制的探讨，
罗长远等[15]和张杰等[16]利用TiVA数据库对中国附加值贸易与其变化机制及影响因素进行
实证分析，李艳秀等针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因素作了探讨，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
价值链贸易的促进作用[17]。

目前，GVC分析理论与方法尚待发展完善，其数理推导中存在一些与实际不尽相符
的严格假设，在国际工序分工价值尺度上的相关观点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受制于数据与
方法的不足，相关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分歧并与实际贸易情况有诸多不一致的地方 [18]。更
突出的问题在于，现有文献大多停留在对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进程及地位的量化评价
上，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效应问题包括在此影响下的产业变动与竞争力变化，以及各经
济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则少有论及。本文在借鉴GVC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一个适用于特
定区域价值链（Regional Value Chain，RVC）动态演进分析的方法体系，利用参与度、

① 缅甸与老挝于1997年加入东盟，柬埔寨于1999年正式加入东盟。严格来说，1999年之前，目前惯常的称谓

东盟“10+”，应该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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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演进系数、产业竞争力指数、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位序等量化指标，对中日韩在东盟

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进程与其适应性、竞争力问题开展多维解析，探讨其间的耦合关系

与变动，为推进贸易深化与合作升级提供数理依据。

2 测度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2.1 测度方法

2.1.1 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Koopman等学者在总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下构建了GVC

参与度指数，用以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19]。测度公式为：

GVC_Participationij =
IVij + FVij

EXij

（1）

式中： i 代表国家； j 代表产业； IVij 表示 i 国 j 产业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指的是作为

中间品出口并被进口国加工生产后再出口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 FVij 表示 i 国 j 产业出

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指的是对进口的中间品加工后再出口至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 EXij

表示 i 国 j 产业以增加值计算的出口总值。 GVC_Participationij 即为 i 国 j 产业的GVC参

与度，实则是以间接参与部分（即间接增值与国外增加值之和）在其总出口增加值的比

值作为表征，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深度，其背后的逻辑是这种间接参与能力的

提升，有助于从前向、后向两个方向延伸产业链。

考虑到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旨在评价一国在特定区域的产业融入及一体化水平，可直

接以该国在区域价值链的占比来表达。测度公式为：

RVC_Participationij→ r =
EXij→ r

∑
i = 1

k

EXij→ r

（2）

式中： EXij→ r 表示 i 国出口至 r 区域的 j 产业增加值。参与 r 区域价值链的国家计为 k 。

RVC_Participationij→ r 即为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取值0~1，该值越大则预示参与程度

越深。

2.1.2 产业演进系数 为探求中日韩在区域价值链参与中的产业变动特征及规律性，参考

产业结构演进分析法 [20,21]，构造了产业演进系数 （Manufacturing Evolution Coefficient，

MEC），对各国的产业演进方向与程度做出量化评价：第一步，按照技术层级将制造业

细分为低技术（L）、中低技术（M）、中高技术（H）及高技术（T）产业四类。为方便

后文叙述，将低技术、中低技术产业合称为低附加值产业，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合称为

中级技术产业，中高、高技术产业合称为高附加值产业；第二步，求取中级技术产业相

对低技术产业的比值，以判断低技术产业向中级技术产业演进情况。求取高附加值产业

相对低附加值产业的比值，以判断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演进情况；第三步，以

东盟制造业价值链自身的产业演进作为参照系，考察各国相对于东盟产业演进趋势的偏

离度。为便于比较并在图上直观显示，利用对数不改变数理现状的特质，取其自然对

数，得到产业演进系数Ⅰ和产业演进系数Ⅱ。测度公式分别为：

RVC_MECⅠ= ln
（EXiM→ r + EXiH→ r）/EXiL→ r

∑
i = 1

k

(EXiM→ r + EXiH→ r)/∑
i = 1

k

EXiL→ 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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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C_MECⅡ= ln
（EXiH→ r + EXiT→ r）/(EXiL→ r + EXiM→ r)

∑
i = 1

k

(EXiH→ r + EXiT→ r)/∑
i = 1

k

(EXiL→ r +EXiM→ r)
（4）

式中： RVC_MECⅠ、 RVC_MECⅡ分别为产业演进系数Ⅰ和产业演进系数Ⅱ，前者考察

的是低技术产业向中低、中高技术产业演进程度，定义为产业演进中级化；后者考察的

是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演进程度，定义为产业演进高级化。产业演进系数为

正，则说明相对于参照系，被参照系即中级技术产业或高附加值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发

挥主要作用；产业演进系数提高，表示产业正向演进，反之则是逆向演进。综合产业演

进系数Ⅰ和Ⅱ，可以比较全面地、整体性、多层次反映一国制造业的梯度演进情况。

2.1.3 产业竞争力指数 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早在 1965年构建了产品国际竞争力

的测度指标，以一国某出口产品在总出口的比率与世界该产品出口比率的比率来估计其

竞争能力。迄今，这一思想已为国际贸易、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广泛应用于产品

比较优势、部门分工及地区专业化评价体系，比如区位熵、地区专业化指数、显示性比

较优势指数等 [22-24]。产业竞争力指数（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dex，ICI）援引该方

法，如前理取其自然对数，以便比较并直观显示其与区域平均水平线的离散程度。测度

公式为：

RVC_ICIij→ r = ln

EXij→ r /∑
j = 1

n

EXij→ r

∑
i = 1

k

EXij→ r /∑
i = 1

k ∑
j = 1

n

EXij→ r

（5）

式中：参与的产业部门记为 n ； RVC_ICIij→ r 即为产业竞争力指数，用来衡量 i 国 j 产业

在 r 区域的竞争力及相对优势。竞争力指数增大，意味着产业竞争力提升。如果产业竞

争力指数为正且值较大，则说明该产业竞争力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属于强竞争力；反之

则是低于区域平均水平，属于弱竞争力；如果产业竞争力指数等于或者接近 0，则表示

该产业竞争力与区域平均水平相当。

2.1.4 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位序 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位序（RVC-Rank）指的是一国某产业

的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排序，据此可判断区域价值链的总体参与格局以及各国的相对地

位。试算发现，区域价值链的前 3 位参与国即首位（TOP1）、次位（TOP2）与第 3 位

（TOP3）所占份额高达34%~71%，其中TOP1的份额已占12%～47%。因此，RVC-Rank

分析重在考察前3位参与国。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联合发布的TiVA数据库（https://

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IVA_2018_C1）。该数据库发布了世界上64个经济

体34个制造业部门1995—2015年基于双边的增加值贸易数据②。由于国际投入产出表及

统计口径做过调整，当前可获取的2005—2015年数据与之前发布的1995—2011年数据存

在一定差异。为此，有必要将2005年之前的数据作相应处理，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完整、

有效的矩阵。具体方法是：以更新后的数据作为标准数据，计算出两套数据前后衔接的

三年平均偏差，据此对1995—2004年数据进行纠偏处理。

沿用OECD的产业划分标准[25-27]，根据TiVA数据库2015年和2018年的产业编码，对

制造业进行技术层级细分，见表1。

② TiVA数据库未将缅甸和老挝两国未纳入统计对象国，文中所指称的东盟制造业价值链不包括该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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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参与进程
利用公式（2），对中日韩在东盟制造

业价值链的参与度进行测度，以评估三国
制造业及其细分产业的参与进程、格局演
变及其互动特征。计算结果如图 1、图 2
所示。

对比各国制造业与其细分产业参与度
的变动曲线，发现除韩国的低技术产业
外，各国制造业细分产业与其制造业的演
变态势基本一致，仅在变动时限、振幅和
速率上略有差别。

从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整体发展来看，1995年来中日韩三国的参与度之和已从0.351
上升到0.470，成为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主导者及推动者。这与中日韩
1990年代末竞相加入东盟“10+1”、“10+3”，20世纪初积极推动共建自由贸易区等战略
举措息息相关，以上合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区域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

中日韩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进程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95—2001
年），为日本主导下的弱互动期，突出表现在日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韩国和中国为次位
参与国、末位参与国，相互之间的互动比较和缓、有序。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参与度平
缓上升，参与额年均增长率为10.6%；第二阶段（2002—2007年），为中国赶超中的强互
动期，集中表现在中国的参与度加快提升，参与额年均增长率高达 32.7%，并于 2002
年、2007年先后超越韩国、日本。日本的参与度急剧下降，韩国的参与度有所提高，但
仍低于日本；第三阶段（2008—2015年），为中国主导下的强互动期，深刻地表现为中
国的参与度进入新一轮增长，参与额年均增长率达到 12.7%，规模优势进一步扩大。日
本参与度持续下降、更趋近于韩国。

中日韩的参与态势呈现出明显的交互作用与动态演替：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加快融入
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在参与规模上先后超越传统制造业强国韩日并形成主导地位。其
中，中国制造业参与度指数由0.027上升至0.291，经由缓慢上升、加速上升、平稳上升

表1 OECD标准下的制造业细分产业
Tab. 1 Manufacturing sector under the OECD standard

产业划分

低技术产业

中低技术产业

中高技术产业

高技术产业

产业编码（2015年）

C15T22 、C36T37

C23T28

C29、C34T35

C30T33X、C31

产业编码（2018年）

D10T18、D31T33

D19T25

D28T30

D26T27

产业描述

食品制造和烟草加工业；纺织及服装制造业；木材
加工及木材和软木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印刷和
出版业；其他制造业及资源和废旧产品回收加工业

煤炭，石油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
产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
业；贱金属制造业；基本金属制造业

机械设备制造业；基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未另分类的电气
机械和设备制造业

注：根据2015年、2018年TiVA数据库对其产业进行划分。

图1 1995—2015年中日韩制造业参与度演变趋势

Fig. 1 Evolution trend of manufacturing RVC ̠̠ participation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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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展阶段，演绎出“倒S形”成长轨迹，从末位参与国跃升为首位参与国；与这一趋

势相反，日本的参与度则大幅从0.260降至0.100，并于2007年被中国超过而从首位参与

国降为次位参与国；韩国的参与度表现为稳中略升，由0.065上升到0.080，在中国冲击

下于2002年由次位参与国沦为末位参与国。目前，东盟地区初步显现出以中国为核心、

日韩为次级中心、东盟国家为重要参与主体、欧美印澳为外围，向多元化、收敛性与均

衡化方向演进的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参与格局③。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以下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

（1）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并在大力推进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地

缘影响力逐步赶超日韩。在价值链参与的第一阶段，正是中国推进内陆沿边开发开放与

全面改善与东盟国家关系之时，其标志是1997年开启了中国-东盟“10+1”、“10+3”等

对话机制与经济合作框架，为中国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全面融入积蓄了力量；在第二

阶段，时逢2000年后中国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入WTO并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协议等多重历史性发展机遇，由此迈入跨越式发展期；在第三阶段，尽管遭遇2008年世

界性金融危机与发展疲软，受惠于增长弹性与应对有力，中国经济很快恢复增长。近年

来，中国大力推动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共建并积极打造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制造业区

域价值链成长增添了新动能。

（2）中国及韩国在区域价值链的积极参与及后发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对日本产生挤

出效应。日本制造长期深耕东南亚地区，通过倡导合作并给予大量援助扩大影响，至

③ 与基期相比，中日韩的参与度与其增长速度成反比，即拥有更低参与度的国家获得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从而

导致各国末期的参与度趋向于相对平衡，改变了原有的中心化发展模式，演化为多元化、平衡参与格局。如果将欧

盟、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世界制造业主要经济体纳入分析框架中，这一演变迹象更为明显。

图2 1995—2015年中日韩制造业细分产业参与度演变趋势

Fig. 2 Evolution trend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RVC ̠̠ participation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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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增加值出口东盟超过25%，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近20多年来，日本在制造业增加
值出口总量上也有增长（年增长率为 0.5%），但受自身陷入经济萧条期、制造业转移、
外部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远低于中国18.7%、韩国6.5%的年均增长率；中国凭借成
本优势、地缘优势与有效的经济战略及政策，逐步拓展市场份额，成为区域价值链的首

位参与国；韩国也扩大了区域价值链参与，挤压了日本的份额④。
（3）东盟内部的融合发展对日本制造产生了一定的贸易替代效应。计算表明，东盟

内部制造业参与度已从0.157增长到0.211，意味着其参与份额扩大了5.4个百分点，进一

步压缩了日本的参与空间。

3.2 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参与的产业适应性
评价

为阐明区域价值链参与引发的产业变

动及适应性，有必要对中日韩制造业增加

值的产业内转移进行分析，通过对各国制

造业细分产业间的结构演变特征与其合理

性检验及互动关系的评价，寻求区域价值

链参与的产业响应规律。

3.2.1 产业结构演进特征 以各国制造业细

分产业出口增加值在该国制造业出口增加

值中的占比，作为考察区域价值链的产业

参与结构及其演变特征的指标。计算结果

见图3。

研究表明，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规

制下，中国与日韩两国制造业产业结构演

进方向相反：

在中国方面，突出表现为从低附加值

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演进趋势，并于 2009年

后形成低技术产业较低占比（15.0%）、中

低技术产业高占比（33.6%）、中高技术产

业较低占比（18.3%）、高技术产业高占比

（33.3%），以“较低-高-较低-高”为标识

的“葫芦”形参与模式⑤。这是中国制造业

大发展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成果：

一方面，高技术产业从 1995 年最低占比

13.7%持续加快上升到 2003年的 40.5%，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有所回落，但基本

保持在33.7%这一高水平上。另一方面，低

附加值产业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低技

术产业从 1995 年的 20.7%振荡下行，2010

④ 与大多数美日欧等制造业经济体相比，韩国是极少数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提升的国家。

⑤ 依据某一时期参与产业占比的均值，以0～14%、15%～20%、21%～30%、31%～100%为区间，将各产业的

参与状态定性为低、较低、较高、高等四个层级，逐一对各国的低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

术产业做出识别。

图3 1995—2015年中日韩制造业细分产业

参与结构的演变
Fig. 3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structure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s RVC participation 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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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滑落至15%左右；中低技术产业从1995年的最高占比49.1%持续下降到2002年的
30.0%，之后在33%上下浮动。中高技术产业则在振荡中保持稳定。

在日韩方面，则显现由高附加值产业向中低技术产业方向转移态势。其间，日韩的
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低技术产业占比则大幅提
升，低技术产业则基本保持在稳定。具体而言：日本的高技术产业先升后降，2011年来
保持在 20%左右，整体降幅 3.3个百分点；中高技术产业从 1995年的 47.8%降至 2007年
的 30.8%，随后回升至 2015年的 37.7%，降幅达 11.2个百分点。而日本的中低技术产业
占比有较大幅度提高，从 24.9%逐步扩大到 2008年的 38.6%，此后基本保持这一水平，
整体升幅13.7个百分点；低技术产业占比极小，稳定在4%左右。2010年来，日本大致形
成低技术产业低占比（4.5%左右）、中低技术产业高占比（37.8%）、中高技术产业高占
比（36.5%）、高技术产业较高占比（21.1%），以“低-高-高-较高”为标识的“橄榄
球”形参与模式。韩国制造业下调至更低位置，其高附加值产业降低了20个百分点，而
中低技术产业则提高了23个百分点，并在2009年后形成低技术产业低占比（4.4%）、中
低技术产业高占比（53.7%）、中高技术产业较低占比（18.2%）、高技术产业较高占比
（23.8%），以“低-高-较低-较高”为标识的“类橄榄球”形的参与模式。

识别中日韩在不同发展期的产业参与模式，结果见表2。
3.2.2 产业演进合理性评价 利
用公式（3）、公式（4），计算
中日韩在区域价值链参与中的
产业演进系数Ⅰ和Ⅱ，以判断
各国的演进方向是否符合产业
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否适应区
域价值链的发展需求。结果如
图4所示。

中国的产业演进基本符合经典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其产业演进系数Ⅰ和Ⅱ分别从
-0.164、-0.467上升到-0.07、0.07，显示出产业结构梯度上升的演变趋势，印证了前文
分析结论。中国产业演进系数Ⅰ为负值且始终小于日韩，说明在产业演进中级化方面有
所进展，但尚低于东盟平均水平；产业演进系数Ⅱ则由负值攀升为正值，并于 2004年超
过东盟平均水平，随后超过韩国、仅次于日本，表明中国在产业演进高级化主要是高技

图4 1995—2015年中日韩产业演进系数比较
Fig. 4 Comparison of MEC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1995-2015

表2 不同发展期中日韩制造业细分产业的参与模式
Tab. 2 RVC participation model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s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different periods

中国

日本

韩国

1995—2001年

较高-高-较低-较低

低-较高-高-较高

低-高-较高-高

2002—2007年

低-高-低-高
低-高-高-高
低-较高-较低-高

2008—2015年

较低-高-较低-高
低-高-高-较高

低-高-较低-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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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方面获得了突破。结合中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参与度，可以认为中国自2011年引领
了东盟区域价值链的高级化，解构了学界所谓的以日本为“头雁”、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为

“次雁”、中国与东盟国家排第三行的东亚“雁行模式[28-30]。日本的产业演进方向则与此相

悖，其产业演进系数Ⅰ和Ⅱ均出现明显降幅，分别从 0.634、0.294降至 0.57、0.216。但

需要指出的是，该值始终为正值且在绝大多数年份高于中韩，表明日本在区域价值链参

与中出现产业的反向演进，但其结构合理性仍优于中韩。韩国的产业演进方向又有别于

中日，在中级化方面表现出大幅上升，已经接近日本；而在高级化方面则表现为波动中

略有下降，目前已低于中日，与东盟水平相当。

中日韩制造业产业演进更符合东盟制造业价值链发展需求。如前所述，三国在产业

调整方向、力度与过程上各有差异，但最终的发展目标则是一致的，即更契合当前东盟

制造业价值链构成与发展态势⑥，是对东盟市场需求的适应性调整：在低技术产业，中国

已从较高结构比例（20.7%）降至较低结构比例（16.3%），已与东盟水平相当。日韩的

比例则始终很低（4%左右），已实现产业升级并退出了竞争；在中低技术产业，中国的

结构比例从 49.1%下调到 35.1%，略低于东盟自身比例（39%）。日韩的比例则随东盟对

该产业需求的扩大而提高，前者已接近东盟水平，后者更是高于东盟水平，表明两国不

仅没有像低技术产业一样逐步升级甚至退出，反而极力强化在该产业上与中国及东盟的

竞争；在中高技术产业，中国的结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尚低于东盟水平。日韩则随东

盟自身占比的下降而下降，目前日本仍高于东盟水平，韩国则降至与中国相当；在高技

术产业，中国从低结构比例（13.7%）提升至高结构比例（31.5%），日韩的比例则有所

下调，一致向东盟水平收敛。

综上，中国的产业演进体现了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与市场机制的综合作用，呈现出从

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移动，在转型升级上获得显著成效，并自2011年起引领了高技术产业

的发展。但由于低技术产业比例过高而中高技术产业的比例过低，其结构的合理性有待

改善，尤其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起、贸易失衡争端频发的当下，更需理性认识、未

雨绸缪。日韩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主要源自外部需求，是对市场的自我调适。近20多年

来，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的东盟国家对能源、电力、化工、机械等基础设施设备类产品

的需求持续扩大，日韩受此影响出现产业逆向演进，但在结构的合理性上仍然优于中国。

3.3 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参与的竞争力评价
利用公式（4），计算中日韩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参与中的产业竞争力指数，以诠释

各国不同技术层级产业的竞争态势演变及互动关系。结果如图5。

在低技术产业（图5a），中日韩的竞争力表现出大幅下降或者是退出竞争的态势，相

互间不存在竞争性。其中，中国的竞争力指数由1995年的0.418下降到2005年的-0.024，

至 2009年达到最低值-0.101，演绎出从强竞争力不断收缩并转为弱竞争力的变动过程。

目前，中国的竞争力略高于东盟水平线，意味着对该产业的转型升级力度还不够，仍与

东盟国家构成低水平竞争；日韩的竞争力指数始终为负值且远低于东盟水平，说明其在

20年前就完成了对低技术产业的升级，已退出了对该产业的竞争。

在中低技术产业（图 5b），中国与日韩的竞争力发展方向相反，中国的竞争力大幅

下降，而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日韩，其竞争参与反而强化了。具体而言，中国由初期的强

⑥ 对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定量分析表明，在发展趋势上，中低技术产业大幅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2015年

的占比高达 39.4%，而中高、高技术产业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低技术产业基本保持平稳；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产业，

东盟制造业价值链近五年的结构占比大致是：15%、40%、21%、22%。区域价值链呈现出的这一发展趋势有其内在

原因，受篇幅与论题所限，不做详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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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0.465）至2002年下降到东盟水平，之后继续衰减并渐次低于韩日，陷入弱竞争
力（-0.116）；韩国的竞争力则大幅提升，2003年以前尚与东盟水平相当，之后则以上扬
态势升至强竞争力（0.161）；日本的竞争力也有一定提升，竞争力指数在波动中缓慢提
升到-0.041，已超过中国、接近东盟水平。该领域竞争局势的演变，既是各国出口策略
自我调整的结果，也是相互竞争下的某种稳态。就中国而言，其竞争力下降的主因是出
口升级政策，但也深受日韩竞争强化的影响，从而形成此消彼长的互动态势。

在中高技术产业（图5c），中日的竞争力均有明显上升，韩国则在振荡中有所下降。其
中，中国的竞争力指数于2009年超过韩国，之后保持在-0.150左右的弱竞争力状态；日本
由0.428提高0.560，其强竞争力地位得到进一步扩大；韩国的竞争力指数则从-0.185下降
至-0.239，居于最弱竞争地位。在该领域的互动关系表现为：日本独具竞争优势并不断扩
大巩固；中国加强了竞争并有大幅提升，但仍有相当差距；韩国则在中日冲击下沦为末位。

在高技术产业（图 5d），中国的竞争力大幅上升，日韩则在东盟水平线上波动并略
有下降，而韩国的波动幅度更大。其间，中国自2000年后由弱竞争力向强竞争力转进，
并于2001年、2004年先后超越日韩，随后进一步发展成独具优势；日韩自新世纪以来随

着东盟对高技术产业需求结构的持续降低⑦，以及受中国竞争力大幅上升的影响，两国的
参与度与竞争力并未如同理论预期那样得到提高，而是在波动中均有所下降。

综上可知，中日韩分别在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各占优势，其
竞争力演替与产业演进的步调与方向完全一致，这是产业结构调适的必然结果，也是各
国竞争的反映。

进一步利用RVC-Rank分析法，对中日韩的竞争优势产业在东盟国家的实际表现做

图5 1995—2015年中日韩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比较
Fig. 5 Comparison of ICI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s manufacturing sector 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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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以揭示三国在东盟各国中的竞争关系。篇幅所限，这里仅给出现阶段中日韩

出口东盟各国的制造业产业竞争位序⑧，见表3。

据表3可知，近五年来中日韩的竞争优势产业在东盟区域形成了目标市场的空间交
叉、部分重叠、独据等三种产业互动类型：

（1）中国低技术产业在东盟具有相对竞争力，是新加坡和文莱的TOP2，更是其余6
国的TOP1。日本则退出了对该产业的竞争。韩国仅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还有一定的影响
力，是越南的TOP2、印度尼西亚的TOP3，但出口量不到中国的1/3。这意味着，中国已
独据东盟市场，与日韩不存竞争。

（2）作为中低技术产业唯一具备强竞争力的国家，韩国是越南的TOP2，是菲律宾、
泰国、印度尼西亚的TOP3。中日则处于弱竞争力状态，但在参与规模上，两国分别以年
均587.3亿美元、217.8亿美元超过了韩国的212.3亿美元。中国还是菲律宾、马来西亚、
泰国、新加坡、越南的TOP1，是印度尼西亚的TOP2以及文莱的TOP3；日本是泰国的
TOP2和马来西亚的TOP3。由此导致中日韩互为竞争对手，在东盟地区表现出部分重叠
（中韩之间）、交叉（中日之间、韩日之间）等空间关系。

（3）作为唯一在中高技术产业上具备强竞争力国家，日本是菲律宾和泰国的TOP1，
是新加坡之外的其他国家的TOP2或TOP3。中韩由始至终均为弱竞争力国家，但中国得
益于竞争力的提升，其参与规模自2012年后已超过日本，成为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和越南的TOP1，是菲律宾和泰国的TOP2；韩国保住了传统贸易伙伴国市场，是
文莱的TOP1、新加坡的TOP2和越南的TOP3。从而促成中日韩的中高技术产业在东盟
的竞争空间产生了部分重叠（中日之间）与交叉（日韩之间、中韩之间）。

（4）中国高技术产业在东盟市场独占优势，已对东盟国家形成TOP1全覆盖。日韩
的竞争力已降至东盟平均水平，由于国家间友好关系、贸易传统与路径依赖等多重复杂
原因，在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仍保有一定影响力，并造成中日、中韩、日韩之
间产品市场的部分重叠。

表3 中日韩出口东盟各国的制造业产业的竞争位序
Tab. 3 The RVC-Rank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s exports to ASEAN countries

低技术产业

中低技术产业

中高技术产业

高技术产业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越南

Top1

Top2

Top1

Top2

Top1

Top2

Top3

Top1

Top2

Top3

泰国

Top1

Top1

Top2

Top3

Top2

Top1

Top1

Top2

柬埔寨

Top1

Top1

Top3

Top1

马来西亚

Top1

Top1

Top3

Top1

Top2

Top1

新加坡

Top2

Top1

Top2

Top1

印度尼西亚

Top1

Top3

Top2

Top3

Top1

Top2

Top1

菲律宾

Top1

Top1

Top3

Top2

Top1

Top1

文莱

Top2

Top3

Top3

Top1

To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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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产业空间竞争格局是各国产业竞争力在东盟地区投射与互动的结果。此外，
该时期各国产业结构、发展战略与贸易战略调整等制度及政策性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中日韩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市场选择及匹配程度：

就产业结构来看，近二十年来日本制造业升级并不顺畅甚至“结构升级虚化”[31]，
出现向中低、中高技术产业回落的趋势，中韩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则更有成效，由此
形成了三国贸易结构演变的基础；在经济合作战略上，中日韩历来重视对东盟市场的争
夺并竞相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但是，日韩的经济合作与国际贸易战略重心自上个世纪90
年代逐渐从东盟向东亚及亚太方向发生位移，而处于经济加速上升期的中国，将东盟作
为地区合作的优先方向，实施更加积极有效、惠及周边的合作策略，因而产业影响力不
断提升；在产品出口策略选择上，日韩更加注重对市场需求大的中低技术产品的竞争，
中国则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上形成优势。此外，大国作用、国际关系、贸易传统、路径依
赖及偏好等因素也存在某种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基本结论
（1）对中日韩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参与度的测度，勾绘出各国20多年来在区域价值

链的融入进程及其地位变化。研究表明，中日韩作为“东盟10+3”的合作主体之一方，
随着区域合作进程的加快推进，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度大幅上升，对区域价值链
的贡献份额已达47%，是主要参与者与实际主导者。区域价值链参与有着稳定的阶段性
演进特征，并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渐趋多元化、收敛性与均衡化参与格局。在此过程
中，中日韩三国在区域价值链的作用及地位出现演替：受益于工业化、区域一体化及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顺利实施，中国以“倒S形”成长轨迹融入区域价值链，并于
2002年、2007年先后全面超越了韩日，成为首位参与国。这一参与格局的演变，与中日韩
三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及其在东盟区域的互动关系以及东盟内部融合发展等多重因素有关。

（2）对中日韩的产业结构演进特征与其合理性的分析，揭示了各国在区域价值链参
与过程中的产业响应特征及规律。研究发现，中日韩的产业调整是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与
市场机制综合作用下的一个自适应过程。中国符合产业演进梯度上升的一般规律，从价
值链的低端向高端一侧移动，并自2011年起引领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解构了东亚“雁
行模式”。由于其低技术产业比例仍过高而中高技术产业比例过低，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有
待进一步提高。韩日除了某个产业或特定时期表现出梯度上升的产业演进特征之外，实
则以反向演进为主，契合区域价值链的发展需求。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参与区域价值链
的四个技术层级产业均向特定比例值作收敛之势。

（3）对中日韩的产业竞争力指数的评估，诠释了各国在区域价值链参与进程中形成
的竞争优势与其变动规律。研究表明，各国竞争力的演替与产业演进的步调与方向完全
一致，正是产业结构调适的必然结果与反映，最终形成中日韩分别在高技术产业、中高
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各占优势的竞争态势，并在东盟国家演绎出目标市场的交叉、
部分重叠、独据等三种竞争关系。这主要归因于中国制造业的自身壮大、结构调整与地
缘合作的深化。此外，日韩两国的产业适应性调整策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自竞
争力的演替方向。

（4）全面提升中国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加快中国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的同
步调整升级。尽快制定并实施低技术产业竞争退出（或升级）计划，扩大中高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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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盟的参与度。利用当前全球及区域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战略机遇，从产品内国际工
序分工角度，提升在各个技术层级产业的高附加值环节参与度，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
链上游位置攀升。
4.2 讨论

（1）全球化时代，全球（区域）价值链的参与过程，即是全球（区域）价值链下各
经济体的产业响应与反馈过程，亦是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本文以东盟制造业
价值链为实证对象尝试对这一对偶性互馈关系作了经验探讨，揭示出区域价值链作用下
各国间的互动关系，而关于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的内部运行机理与外部作用方式仍不甚明
了，其“黑箱原理”尚待深入探讨。

（2）利用增加值贸易数据研究全球（区域）产业链与价值链，探讨经济全球化、区
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国际工序分工及其对各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推进了贸易深化与合作升
级的研究。但是，区域价值链参与方式并不限于增加值贸易，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已有
经验证实，包括服务贸易、投融资、跨国企业、经济合作等在内的区域价值链参与方
式，已经成为各国主要的优先选项，所起到的作用也超出了产品贸易这一传统方式。对
此加强综合研究，才可能得出比较全面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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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cip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ASEAN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iVA database

LI Zheng1, 2, 3, WU Youde2, 3, LIAO Yahui1, 2, HU Pingping 3

(1. Yunnan Province University Key Labs of Big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 for China's Neighbors Countr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2.Center for Bay of Bengal Area Studies/Center for

Myanmar Studies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3.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opolitical Setting of Southwest China and Borderland Develop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It is a new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research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added creation and flow, to observe manufacturing regional network and
value chain. The effect of each country in the manufacturing region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is a black box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especially the regulation of the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o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various economies and their production factors. The
paper constructs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such as region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index,
industrial evolution index,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and region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degree order. Based on the latest statistical data of TiVA database jointly released
by OECD and WTO,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articip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ASEAN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using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participation- adaptation- competitiveness, with the method of time
series statistics and horizontal comparis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the ASEAN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has increased to 47%,
which is the main player and actual leader of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Among them, China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 periods of 1995- 2001, 2002- 2007, and 2008- 2015, and has
surpassed South Korea and Japan to become the first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2)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three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has been adjust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China conforms to the general law of the gradient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and deconstructs the so-called East Asian“goose line model”, but it still needs to be
optimized in terms of structural rationality.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reversed the trend
toward medium- low- tech industries,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market demand. (3)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their spatial pattern have resulted in a
phased succession. At present,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each have advantages in high-
tech industries, medium- high- tech industries and medium- low- tech industries, and have
developed three types of industrial interaction, such as spatial intersection, partial overlap and
monopoly in the ASEAN region.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of each
country and its development stage, and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growth of regional value chain
demand and participating countries’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Keywords: 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 RVC; coupling relationship;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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